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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内部成长和外部锤炼是家族企业培养继承人的常见模式。 文章着力探讨经过两种不同模式

培养的继承人,在进入企业并发挥重大影响力后对企业绩效产生的影响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产生的内在

机理。 基于学习理论,文章提出了一个被部分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并利用 2016 年针对浙江省 183 家家

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假设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继承人受认可度完全中介了

继承人培养模式对企业传承绩效的影响,并且是一种典型的不一致中介效应。 具体而言,内部成长模式

对继承人受认可度起正向作用,可以推动企业绩效的提升;外部锤炼模式因对继承人受认可度的影响为

负,从而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消极影响。 不过,为继承人配备导师则可以有效缓解外部锤炼模式对继承人

受认可度的消极影响。 文章首次从学习理论视角对家族企业的不同继承人培养模式进行了整合研究,
并发现继承人受认可度是继承人培养模式作用于企业绩效的中间机制,有助于增进对家族企业继承人

培养过程的系统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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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根据《中国家族企业发展报告》(2011) [1] ,在中国,家族企业占私营企业总数的 85. 4%,吸纳了

全国 61%的就业人口,为国家经济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中国私营企业研究》课题组 2010 年的抽

样调查显示,我国私营企业主平均年龄已达 49. 95 岁,其中 1 / 3 超过 50 岁。 可以推测,近年来,我国

在改革开放初期成立的众多家族企业,将陆续步入各自的传承过程。 在这一波世纪财富大迁移中,
多数家族企业都倾向于选择家族内部人接班[2] 。 然而,无论是在高度追求个人主义的美国还是在

看重集体主义的东南亚国家,“富不过三代”的千古魔咒都在延续着[3] 。 据估计,只有 30%的家族企

业能够延续至第二代,而能够成功传到第三代手中的仅为 10% ~ 15%[4-6] 。 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开

始认识到,代际传承本身并非一个简单的节点性事件,而是一场长期且复杂的“接力赛” [7] ,“接棒

人”的培养需要尽早被提上日程。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家族企业开始重视继承人的培养,以期为领导权的平稳更替做好准备。 可

是,对于如何选择继承人培养模式,诸多家族企业仍然充满困惑。 从理论上讲,常见的继承人培养

模式可以划分为内部成长和外部锤炼两类[3,8] 。 为了尽早帮助继承人熟悉企业文化并培养其运营

企业的能力[9] ,一些企业会选择安排继承人尽早进入企业工作。 考虑到拓展个人知识面和人际关

系网络的目的[10] ,一些继承人选择在继承企业前积累企业外部的工作经验。 不同的培养模式可以

为继承人提供不同的学习路径,获取不同类型的知识,并帮助他们逐渐将这些知识专业化,最终整

合到个人的知识体系中[11]49,从而获得顺利继承企业的核心能力,赢得组织的认可和支持[12] 。 在这

个过程中,继承人首先可以获得企业内群体对其文化上的接纳,进而有机会展示自身能力、取得个

人资信,最终获得继承企业的合法性[13] 。 简言之,不同的继承人培养模式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了不同

的信号,也为继承人本身创造出不同的知识结构和行为模式[11]51,从而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继承人继

承企业的核心能力塑造。 这又反过来影响继承人接下来的新知识获取和运用,以及在这个过程中

的人际互动[14-15] 。 进一步推演,不同的培养模式可能会对传承过程中和传承后的企业绩效带来不

同的影响。
上述逻辑推演使得我们在理论层面找到为家族企业传承实践提供针对性指导策略的切入点。

在基于证据的管理(evidence-based
 

management)思潮日益盛行的今天,在理论的合理逻辑推演的基

础上,还有必要获取一手经验证据的支持。 统揽现有研究文献,我们发现继承人培养模式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机制甚少被系统地关注。 为此,本文试图从学习理论的视角将不同类型的继承人培养模

式同企业传承绩效之间的关系统摄到同一个理论模型中加以分析和检验。 从学习理论的视角看,
常见的两种继承人培养模式都属于经典的经验学习方法,需要学习者本人不断体验归纳、总结升华

为个体知识结构。 个人经历的不同,可能导致学习效果和知识结构的差异。 与传统的经验学习相

比,替代学习法拥有学习速度快、试错成本低的优势,成为一种良好的补充学习方法。 例如,在家族

企业培养继承人的实践中,为继承人配备导师是典型的替代学习法。 在现有的文献中,导师制的应

用被证明能够帮助被指导者更好地应对沮丧和焦虑情绪,建立面对挫折的积极态度[16-17] ,并能帮助

其提高社交技巧、更快地融入组织[18-19] 。 这些作用不仅能帮助经历外部锤炼的继承人缓解传承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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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的挫折,还能帮助其更快融入家族与企业的内群体,进而有助于家族或非家族成员接纳和信任

继承人,从而降低他们不被组织认同和支持的风险。 基于上述逻辑,不同的继承人培养模式会影响

继承人的受认可度,进而对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本文利用 2016 年一次针对浙江省 183 家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对上述理论假设作出了实

证检验。 分析结果表明,继承人培养模式通过继承人受认可度对企业绩效产生间接的影响,并且两

类培养模式对继承人受认可度有着不同的影响。 其中,内部成长模式有利于继承人受认可度的提

高,外部锤炼模式不利于继承人受认可度的获得,但是导师制会明显缓解外部锤炼模式对继承人受

认可度的负向影响。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有二:其一,首次基于学习理论的视角将两种继承人培

养模式和导师制统摄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和检验,是对现有略显凌乱的理论观点的一次整

合和发展;其二,首次找到了继承人培养模式影响企业绩效的内在机制,即继承人受认可度,是对家

族企业传承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推进。 在实践方面,本文的研究发现可以为面临代际交接问题的家

族企业选择继承人培养模式提供参考和借鉴。

二、理论回顾与研究假设

传承一直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重点议题。 在此主题下,研究者们开展了深入和细致的研究,
诸如传承模型[7,20-21] 、传承计划[22-23] 、传承成功要素[10,24] 、传承面临的挑战[15,25-26] 等问题的研究已

经取得了比较丰富的成果。 然而,早期的这些研究都缺少坚实的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撑。 Cabrera-
Suárez 等人在 2001 年首次运用资源和知识的理论视角研究家族企业的传承过程,为理解家族企业

内部知识的性质和传递过程提供了较为有力的工具[9] 。 该研究认为,家族特有的知识构成了家族

企业有别于非家族企业的竞争优势的基础。 特别地,家族企业独有的默会知识由于不能明确编码

且只能在个体间传递,成为独特且宝贵的资源,可以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竞争优势[27] 。 因此,家族企

业在选择继承人的培养模式时,如何确保这些知识要素有效地进行跨代传递就成为一个需要考量

的重要维度。
学习是继承人在培养过程中获取知识的重要手段,人们通过学习可以传递或创造知识,因此学

习理论成为探究继承人培养过程的合适理论视角。 传统的经验学习理论( Experiencial
 

Learning
 

Theory)认为,学习过程是系统、动态和循环的,它是一个由具体经验、反思观察、概念抽象和主动测

试构成的环,因此人们习得的知识也可以在反复的学习过程中不断被更新、提炼甚至创造[28] 。 人们

由此将个人经历与经验内化为知识,并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将知识上升为专业知识,最终将其整合入

个人的认知体系[11]43-44。 根据经验学习的逻辑,继承人可以通过个人经历,自主提炼归纳并通过多

次尝试不断完善和上升,形成能够成功接班企业的知识和技能。 然而一些学者发现,个人直接经历

并非是学习的唯一途径,人们也可以通过借鉴别人的经验,反思、观察和重构来获取新的知识,甚至

有时他人的失败或者近失败经历也可以成为人们反向学习的素材[29] 。 这种学习被称为替代学习或

模仿学习(Vicarious
 

Learning)。 它的优势在于可以提高人们的学习效率,降低学习成本[30-31] 。 在实

践中,人们发现导师制是一种良好的替代学习方式,它很好地发挥了替代学习理论上的优势,尤其

在默会知识的传递上会起到良好效果,因此这种方式也被广泛运用于继承人培养的实践中。 在通

过经验学习或替代学习获得知识的基础上,人们还可以获取、吸收和组合已有知识以形成新的知

识,这种知识创新或会导致继承人的创新或再创业行为[30,32] 。 以上培养模式致力于提高继承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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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有效性,帮助他们胜任领导角色[33] 。
继承人的培养目的在于获得顺利传承企业的必要知识技能,并在此基础上获得家族和企业系

统中利益相关者的认可和支持。 在家族企业中,二代作为企业家族财产权利的合法继承人,已经具

备了获得认同的最基本的合法身份地位[34] 。 然而,跨越身份合法性的门槛并不意味着继承人本身

会获得组织认可。 组织的认可有两个来源:首先是接纳,这个概念偏重于文化,继承人本身需要认

同并融入家族企业的独特文化,成为“内群体”的一员,进而得到组织的接纳[15] ;其次是个人资信,
这个概念偏重于知识和技能,只有继承人掌握足够的运营企业的知识和相关技能,他才能被认为具

有可信度[15] 。 当继承人被组织接纳并获得了个人资信,他才算是真正能被认可拥有继承企业的合

法地位,进而能够顺利协调组织资源,促进企业系统的联动运行。 在有关传承的文献中,已经有大

量有关认可和支持的讨论,普遍认为继承人所受到的认可和支持有助于知识和社会资本的代际转

移,从而有助于传承过程顺利进行[5,8-9] 。 继承人受认可不仅有助于化解家族矛盾,还能帮助继承人

树立权威,从而进一步获得更多资源,推动企业成长。 首先,受认可的继承人在化解家族矛盾,推动

企业传承过程顺利进行方面具有优势。 从家庭系统的特点看,相对于公众企业中常见的委托代理

人的矛盾,在内部和谐的家族企业中,管家效应可以得到有效发挥,从而降低企业代理成本[34]
 

。 从

家族企业传承效果看,有研究也表明传承过程出现的矛盾越少,传承越平稳,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

响越小[35] 。 其次,受认可的继承人更有可能获得权威性,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 在中国社会,差序

格局的社会秩序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组织的运行,无论是企业内部经验丰富且被父辈器重的老臣,还
是家族内部的众多长辈,继承人即便获得了企业组织的权力位置,也不能挑战甚至否认自己在企业

外社会组织的角色[36] ,从而导致实际行使职位职责时权力受限,因此建立人们发自内心的自愿服

从,即权威非常关键[37] 。 研究发现,面对权威难树的窘境,有二代继承人甚至选择用创业的方法以

承担高风险为代价构建权威合法性[38] 。 相比之下,受认可程度高的继承人在高合法性的基础上更

容易以较低风险构建自身权威性,从而更好地发挥职位权限。 最后,高受认可度的继承人能够获得

更多的资源支持,从而能够更加方便地整合家族和企业的内部资源,形成并发挥家族企业的独特竞

争优势[9] 。 因此,继承人受认可度是家族企业传承过程中和结束后维持并提高企业绩效的核心因

素之一。
(一)内部成长模式与继承人受认可度

尽早接触企业不仅可以为继承人提供直接与运营本企业相关的经验和知识,还有利于继承人

构建良好的企业内部关系网络。
从知识的角度看,内部成长模式给予继承人充足的经验学习机会,并有助于其获取企业默会知

识和创造新知识,提高沟通与激励等管理技能,树立继承人的个人资信。 选择内部成长模式的继承

人对本企业有较多的接触机会,有的继承人甚至通过暑期工等形式从企业基层做起[27] ,熟悉企业运

营的方方面面。 因此,选择内部成长模式的继承人能够把更多的内部工作经历反思、抽象成个体知

识,并有更多的机会不断将知识付诸实践,从而更好地升级相关知识和能力。 内部成长模式还意味

着继承人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与在任者以及公司元老形成亲密关系,而亲密关系正是家族企业

在任者十分看重的传承因素[27] 。 一方面,亲密关系有助于在任者或公司元老传递个人经验,通过替

代学习的方式帮助继承人获取高效和低成本的知识,尤其是难以编码且只能在个体间传递的默会

知识[39] 。 另一方面,与在任者或公司元老的亲密关系有助于继承人在与他们的日常沟通中互相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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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创造新知识[30] 。 另外,企业内部工作的丰富经历给予继承人更多机会与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

接触,从而能在实践中提高其管理能力。 上述知识与能力构建了继承人接班企业的资信,进而可以

更好地获得组织成员的支持。
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内部成长模式有利于继承人在企业和家庭两个团体内构建良好关系,

在企业内部获得组织认同,并保持家族关系和睦和成员忠诚度。 尽早接触企业运营有助于继承人

更好地了解企业文化和价值观[9] ,并通过成功的职位晋升建立人际关系和信任[10] ,融入企业“内群

体”,获得组织认同与支持[40] 。 更多的内部成长经历也意味着继承人可以与家族成员分享更多的

共同经历并加深理解和认同,从而形成紧密的情感共同体,有利于维持家族和睦,形成相互信任、群
策群力的良好氛围[20,41] ,“家和万事兴”。 在和睦并充分信任的氛围下,继承人能够更加顺利地继承

被在任者视作更为重要的外部关系,从而维持企业的独特竞争优势。 良好的家族关系还有助于每

个家族成员对企业忠诚,甚至演化为利他主义倾向,从而为企业积极奉献[42] 。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1:继承人内部成长经历对继承人受认可度起正向作用。
(二)外部锤炼模式与继承人受认可度

选择外部锤炼模式培养继承人,虽然有可能在个人资信和合法性等方面取得一定优势[10,35] ,然
而对企业内部缺乏了解、人际关系构建和过度自信等问题更有可能对其顺利接班企业造成困扰。

总体而言,尽管相对于选择内部成长模式的继承人,选择外部锤炼模式的继承人可能在知识广

度上存在优势[43] ,更有可能通过组织变革、创业等高风险行为证明个人价值,增强权威性[34,44-45] ,但
是外部锤炼模式给继承人的受认可度带来负面影响的可能性更大。 首先,外部锤炼模式客观上减

少了继承人对本企业的了解。 由于外部锤炼和内部成长均是必须通过个人亲身经历进行学习的过

程,经历外部锤炼的继承人相对缺乏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的内部学习。 研究表明,继承人默会知识

得到传承的多少,与内部工作时间密切相关[46-47] 。 除了知识学习之外,缺乏内部成长经历的继承人

也缺乏深入了解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机会,这使得他们很难融入企业“内群体”。 因此,继承人可能

面临缺乏组织认同的风险,在企业内难以组建个人核心网络[24] 。 其次,外部锤炼模式带来的独特心

智模式和组织融入的不足,使得继承人迫切需要通过较高风险的变革或者创业行为提高自己的个

人资信,获得继任合法性[34] 。 倘若经历外部锤炼的继承人选择通过高风险的行为获得认可,他们则

牺牲了从长期内部成长经历中潜移默化地传承家族特有的默会知识的机会。 不仅如此,这些继承

人们还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有研究发现,在继承人试图通过变革证明个人价值时,可能导致继承人

与家族成员以及创业元老权威的冲突[26] ,严重时甚至导致企业破产。 Hofer 和 Charan[48] 的研究也

给出了相同见解,他们发现继承人在得不到企业家支持的情况下,传承成功的希望比较渺茫。 最

后,即便继承人通过外部锤炼模式中的个人成功经验建立了个人权威,过度自信以及与本企业相关

知识的缺失可能也会导致决策失误,从而破坏组织成员对他的支持。
由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继承人外部锤炼经历对继承人获支持能力起负向作用。
(三)导师制对外部锤炼模式与继承人受认可度的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逻辑,我们认为继承人培养的外部锤炼模式可能会对继承人的受认可度产生负面影

响。 外部锤炼的培养模式除了会塑造继承人难以融入内群体的心智模式,也会迫使他们为塑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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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威,选择可能带来巨大试错成本的高风险改革或创业模式。 在企业实践中,导师可以凭借其特

有优势弥补外部锤炼型继承人内部工作经历不足导致的缺陷,从而提高继承人的获支持能力。 在

企业管理领域,导师通常被视作为经验缺乏的新人提供指导、帮助和情感支持的知识经验丰富的长

者[49-50] ,发挥职业发展、社会支持和角色榜样三项职能[18] 。
因此,为企业继承人配备一位或多位导师,可以为他们提供知识、情感支持和社会关系等多方

面帮助。 在知识传授方面,导师本人在企业内长期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他们可以通过替代学习

的方法将个人知识和经验传递给继承人,从而降低继承人的学习时间和试错成本[30] ,帮助他们快速

有效地获取知识。 特别地,由于与继承人建立起了亲密关系,一些难以明确化的默会知识也可以通

过导师日常的言传身教得以传授。 在情感支持方面,继承人可以通过向导师倾诉等方式缓解压力

和焦虑[51] ,导师的支持和鼓励也有利于继承人树立积极的态度,提升幸福感[40,52] 。 导师关系,尤其

是非正式的导师关系,有助于导师与被指导者形成长期的亲密关系[53] ,这有利于继承人进入企业内

群体,并赢得在任者的信任。 作为企业内资深成员,导师在企业内部一般拥有广泛深入的社交圈,
继承人可以通过导师的支持和介绍,顺利融入组织[19] ,缓解不被组织认同的风险。 从在任者的人际

网络看,其私人关系网络呈差序分布格局,并以亲缘和友谊作为两条向外拓展的轴[37] ,有时对亲密

创业伙伴等资深元老的信任甚至大于子女[34] ,继承人与在任者核心关系圈的亲密关系有利于自己

融入在任者的关系圈,并逐渐获得各方的信任和支持。 综上,提出以下假设。
H3:导师的配备能较大程度地缓和继承人外部锤炼经历对继承人受认可度的负面影响。
(四)继承人受认可度与企业传承绩效

继承人受认可度将从个体、人际和组织等多个层面不同程度地对企业传承绩效产生影响[54] 。
企业的代际传承往往意味着企业重要资源的更新与丧失,稍有不慎就可能会对企业造成重大后果。
因此,全面的传承、平稳的换代对企业进一步的绩效发展十分重要。

在个体层面,继承人习得的知识、技能与能力成为企业换代后平稳发展的基石,继承人的个人

知识和技能也是其获得个人资信、受认可的基础。 例如,Breton-Miller 等的研究发现,在美国 45%的

家族企业传承失败的根源是继承人不具备运营企业的能力[33] 。 在任者与继承人、家族成员间的关

系也对传承后企业绩效产生影响。 一方面,在任者和继承人之间相互支持理解的良性关系有助于

知识、关系网络、社会资本等的代际传递,对家族企业的传承成功有重要作用[7] ;另一方面,家族内

部的和睦氛围也有助于成员间的相互信任和理解,推动企业领导权的传承[41] ,并有助于共同愿景的

构建[55] 。 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助于传承成功,从而减少重要资源的丧失,在良好的基础上发展企业。
在组织方面,由良好人际关系带来的共同愿景,成为集体奋斗的共同梦想,有助于提高集体凝聚力,
为企业目标共同努力拼搏[22] 。 由此提出以下假设。

H4:继承人受认可度对企业传承绩效起正向影响。
假设 1 和假设 2 分别阐述了继承人内部成长模式和外部锤炼模式对继承人受认可度的正向与

负向关系,假设 3 进一步说明了导师制改变继承人外部锤炼模式与继承人受认可度负向关系的影

响机制,假设 4 则说明了继承人受认可度对企业传承绩效的正向作用。 这些证据表明了变量间被

部分调节的中介模型的存在。 虽然假设 1—假设 4 可以通过分别对各个路径进行测量来验证,但有

研究表明,单独的路径不足以证明全模型的存在[56-57] 。 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H5:继承人内部成长经历通过继承人受认可度对企业传承绩效产生间接的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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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继承人外部锤炼经历通过继承人受认可度对企业传承绩效产生间接的消极影响,但导师制

会显著弱化外部锤炼模式对继承人获支持能力的负面影响。

图 1　 研究模型

三、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 2016 年一次针对浙江省民营企业的问卷调查结果验证假设。 此次调查由绍兴青年

企业家协会协助进行,受访者皆为企业二代继承人。 在调查过程中对调研内容严格保密,以尽可能

扩大样本容量,提高问卷填写质量。 问卷主要内容针对民营企业接班人发展经历,涉及企业背景、
个人、企业绩效、家族等基本信息,二代企业家内外部工作经历,导师指导信息和经营环境四个基本

内容。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 200 份问卷,经缺失项考察等方式,最终得到 183 套合格问卷,成为本文样

本。 样本企业中 67. 8%的企业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15. 8%为个人独资公司,8. 2%为股份有限公

司,4. 9%为合伙企业,上市公司与中外合资企业各占 1. 6%。 样本企业平均年龄为 18. 67 年,其中控

制家族掌握企业的时间平均为 16. 05 年。 样本企业中,76%的企业资产在 1
 

000 万元以上,5
 

000 万

元以上的占 43. 2%,1 亿元以上的占 32. 8%。 样本企业分布于制造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

等 8 个不同的行业,其中制造业企业占比 70. 5%。 在家族对企业的管理权方面,家族成员占高管团

队的比例平均为 58. 43%。 从现有数据看,有 74. 9%的二代已经完全接班,在企业中担任总经理或

董事长,另有 25. 1%的继任者目前已经是公司的副总或其他高管团队成员(如常务副总、董事长助

理、财务总监等)。 在 183 份全体样本中,有 128 人具有外部锤炼经历,169 人具有内部培养经历,其
中 32. 0%有外部经历的继承人配备了导师,而有内部经历的继承人配备导师的比例是 40. 8%。 以

上指标说明,样本企业在所有权、控制权、传承意愿三个方面具有良好的“家族”特点[58] ,符合本研

究的调研初衷。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企业绩效

综合考虑家族企业的财务与非财务绩效指标,我们采用 Likert
 

7 点量表考察企业在领导人更替

后(或者交接班发生后)12 个维度的平均表现(1 表示非常差或非常低,4 表示一般,7 表示非常好或

非常高)。 典型的题项有“销售增长率”“市场占有率”“企业声誉和形象”以及“员工队伍的稳定性”
等。 这 12 个题项的 Cronbach 系数为 0. 943,因子载荷分布在 0. 660 至 0. 840 间。

2. 自变量:继承人内部成长和外部锤炼模式

继承人的内部成长与外部锤炼分别由两个连续变量来测量,单位为年。 具体而言,0 代表无,1
代表 1 年以内,2 代表 1~ 2 年,3 代表 2~ 3 年,4 代表 3~ 5 年,5 代表 4 年以上。 由于经验学习所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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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与个人亲身经历密切相关[11]44,时间可以较为客观地衡量继承人的学习经历。
3. 中介变量:继承人受认可度

由于控制家族成员间彼此相互了解,继承人的受认可度可以由家族成员的支持度、满意度和相

关行为进行测量。 该构念通过 3 个 Likert
 

7 点量表题项测量,通过继承人对各项表述与家族实际情

况的符合程度进行判断。 题项包括“家族成员对交接班过程非常满意” “交接班前后家族成员的关

系非常和睦”“家族成员对企业都有很高的忠诚度”。 分值越高表示同意程度越强,其中,1 表示非

常不同意,4 表示中立,7 表示非常同意。 这三个题项的 Cronbach 系数为 0. 840,因子载荷分布在

0. 878 至 0. 940 间。
4. 调节变量:导师制

由假设部分逻辑,外部锤炼模式的继承人关于企业内部知识与人际的不足,需要由导师制加以

弥补,在这些方面存在优势的导师首选企业创业元老。 因此,本文根据是否为继承人配备企业元老

作为导师设置虚拟变量。 0 表示没有配备创业元老作为导师,1 表示配备了创业元老导师。
5. 控制变量

由于企业、所处行业、控制家族情况和创始人及继承人个人特征四个层面都会对传承过程和企

业长期绩效造成影响,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解释,本文选择企业性质、所处行业、家族控制权、家族所

有权、在任者角色、继承人职位、继承人性别、继承人年龄、继承人学历和继承人专业 10 个控制变量。
首先,不同性质或不同行业的企业可能在传承意愿、继承人所需能力方面有所差异。 例如,相

对于高新技术行业,传统制造业的知识更新换代更慢,对继承人持续学习的要求则更低。 对于企业

性质,本文用 6 个类别予以衡量,具体如下:1 =个人独资,2 =合伙企业,3 =责任有限公司,4 =股份有

限公司,5 =上市公司,6 =中外合资公司。 企业所属行业则由制造业、服务业、交通运输业和建筑业

等 8 个行业予以分类。 其次,控制家族对企业控制权、所有权的涉入和家族传承类型也从一定程度

上作用于家族对包括传承在内的企业事务可施加的影响力,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继承人内部人际

关系的重要性。 家族控制权由家族所在高管团队人数与高管团队总人数之比构成,其中,高管团队

指副总及以上管理者,不含董事会和监事会成员,家族成员指企业主之父母、配偶、兄弟姐妹和子

女。 家族所有权则由家族成员所占企业的股份衡量。 家族传承类型由虚拟变量衡量,其中核心家

庭传承= 1,其他= 0。 再次,控制创始人(企业一代)的特质。 为了尽可能控制企业创始人对企业绩

效的影响,我们将创始人角色纳入控制变量。 具体而言,测量企业创始人是否是重大决策的主导

者。 最后,控制继承人个体特征。 第一,继承人的职位可能对其施加给企业的影响力造成了限制,
本文通过 3 个单选题项测量继承人的职位,1 =董事长,2 =总经理,3 =其他。 第二,继承人性别差异

可能导致领导风格、在任者与继承人关系质量等方面的差异。 例如,
 

Nelson 和 Constantinidis[59] 的研

究显示,由于女性继承人顺从和崇拜的性格特点有助于和在任者形成良好的师徒关系,从而继承人

为女性有助于提高传承支持度。 本研究设置虚拟变量测量继承人性别,0 =男性,1 =女性。 第三,继
承人的年龄会对继承人的阅历、社会资源等因素产生影响[60] ,因此不同年龄的继承人在知识储备、
人际关系方面有所差异。 本研究通过 5 个单选题项将继承人年龄分组衡量,具体而言:1 = 25 岁及

以下,2 = 26~ 30 岁,3 = 31~ 35 岁,4 = 36 ~ 45 岁,5 = 45 岁以上。 第四,继承人学历。 学历在一定程度

上可以反映一个人的知识和技能基础,并且能够提高个人资信。 已有多项研究显示,继承人的受教

育水平与传承后的企业绩效有正向相关关系[8] 。 本研究通过 4 个单选题项衡量继承人学历,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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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科以下,2 =本科,3 =硕士研究生,4 =博士及以上。 第五,继承人专业也会对其知识基础结构造

成影响,本研究同样通过 6 个单选类别予以控制,其中:1 = 工科,2 = 理科,3 = 农科,4 = 医科,5 = 商

科,6 =其他。
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相关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信息

变量种类 变量简称 变量名称 测量方法

自变量
Ex 外部锤炼 外部培养时间,单位:

 

年

In 内部成长 内部培养时间,单位:
 

年

因变量 FP 家族企业传承绩效 由载荷图将 12 个题项划分为绩效增长性和绩效稳定性两个维度,
求复合算数平均值构成

 

中介变量 SR 继承人受认可度 由家族成员传承满意度、关系和睦度和忠诚度三个题项,求算数平
均值构成

调节变量 Tu 导师制 是否配备企业创业元老导师,样本若配备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

F_con 家族控制权 家族成员占高管团队的比例

F_won 家族所有权 家族成员所有公司股份的比例,大于 50%为 1

F_type 家族传承类型 核心家庭传承= 1,其他= 0

Fo_role 创始人角色 企业创始人如果是重大决策的主导者为 0,否则为 1

S_pos 继承人职位 按照职位由低到高分为 3 个类别

S_gen 继承人性别 女性取值为 1,男性取值为 0

S_age 继承人年龄 按照年龄由低到高分为 5 个类别
 

S_degr 继承人学历 按照学历由低到高分为 4 个类别
 

S_maj 继承人专业 工科、理科等 6 个类别,样本若在该类别中取值为 1,否则为 0
 

Nature 企业性质 个人独资、合伙企业等 6 个类别,样本若为该性质取值为 1,否则
为 0

 

Indus 行业 制造业、服务业等 8 个类别,样本若属于该行业取值为 1,否则为 0

　 　 (三)研究设计

一般而言,含有中介变量的模型采用 Baron 和 Kenny[61] 提出的逐步回归法进行分析。 然而,传
统的逐步回归法并没有考虑到调节变量等约束情况的复杂性,因而其在分析复杂模型时存在一定

缺陷[56] 。 基于此,
 

Preacher 等[57]提出了间接效应或被称为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成为检验包含

调节或中介变量直接或非直接的复杂关系的规定程序。 在实际操作中,本研究选用 Hayes 在 2013
年开发的 SPSS 插件 PROCESS 检验模型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

四、数据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表 2 展示了本研究所涉及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信息与二元相关性信息。
首先报告分析描述性统计结果。 自变量 In 均值为 2. 754,Ex 均值为 1. 831,标准差分别为

1. 497 和 1. 667,说明继承人内部成长的时间平均在 1 到 3 年间,外部锤炼时间平均在 1 到 2 年,且
样本个体间具有较大变异性,体现出较好的继续分析的基础。 企业绩效和继承人受认可度的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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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体现二者平均在中等以上水平,且标准差均在 1 左右,说明不同企业在这两个指标上均具有一定

的差距,显示本研究具有一定的进一步探索价值。 导师制的指标标准差也较大,表明了样本内部的

内在差异性。 控制变量平均值均趋于中性,且标准差较大,说明该组数据能够较好地控制研究主

题。 其中,家族控制的平均值达到了 0. 584,所有权的平均值更是达到了 0. 776,说明样本企业的“家
族性”较强,再次从侧面印证该调查样本符合家族企业的研究目的。

接下来报告二元相关性统计结果。 相关性分析的初步结果显示,In 与中介变量 SR 和因变量

FP 均在 99%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相关,说明继承人内部成长模式与继承人受认可度以及企业绩效

都有显著的正向关系;Ex 与中介变量 SR 在 95%的显著性水平上负向相关,与因变量 FP 在 99%的

显著性水平上负向相关,说明继承人外部锤炼培养模式分别与继承人获支持能力和企业绩效具有

负向关系;中介变量 SR 与因变量 FP 在 99%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这些结果初步支持了假设部分

的推论。 在控制变量部分,所有控制变量都与主要变量存在显著相关关系,说明控制变量的选择是

恰当的。 在进一步分析之前,为了增强分析结果的理论意义,对相关预测变量进行了中心化处

理[62] 。 此外,本文遵循
 

Podsakoff 等[63] 的建议,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对模型中的所有变量进行

Harman 单因子检验。 结果表明,在未旋转的情况下,单一因子解释的最大方差为 9. 54%,且所有主

要变量均负载到不同的因子上。 因此我们认为,在这项研究中,常见的同源误差问题不是一项重要

威胁。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进行假设检验。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性分析

变量名 均值 标准差 In Ex FP SR Tu F_con F_won F_type Fo_role S_pos S_gen S_age

In 2. 754 1. 497

Ex 1. 831 1. 667 0. 062

FP 5. 227 0. 970 0. 175∗∗∗ -0. 141∗∗

SR 5. 638 1. 057 0. 182∗∗∗ -0. 196∗∗∗ 0. 650∗∗∗

Tu 0. 388 0. 489 0. 064 -0. 216∗∗∗ 0. 020 0. 072

F_con 0. 584 0. 293 0. 046 -0. 147∗∗-0. 190∗∗∗-0. 145∗∗ 0. 124∗∗

F_won 0. 776 0. 418 0. 070 -0. 126∗∗ 0. 062 0. 139∗∗ 0. 111∗ 0. 171∗∗

F_type 0. 743 0. 438 0. 062 -0. 022 -0. 126∗∗ 0. 011 0. 038 0. 119∗ 0. 074

Fo_role 0. 459 0. 500 0. 137∗∗ 0. 094∗∗ 0. 044 0. 126∗∗ 0. 044 -0. 193∗∗∗ 0. 048 -0. 086

S_pos 2. 126 0. 603 -0. 075 -0. 050 -0. 110∗ -0. 078 -0. 038 -0. 014 -0. 237∗∗∗ -0. 085 -0. 266∗∗∗

S_gen 0. 295 0. 457 -0. 142∗∗ -0. 064 -0. 144∗∗ -0. 103∗ 0. 026 -0. 122∗∗ -0. 141∗∗ 0. 024 0. 053 0. 104∗

S_age 2. 710 0. 895 0. 226∗∗ 0. 369∗∗∗ 0. 056 0. 086 -0. 031 -0. 086 0. 002 0. 047 0. 225∗∗∗ -0. 340∗∗∗ -0. 112∗

S_degr 2. 077 0. 579 0. 009 -0. 049 0. 019 0. 076 0. 128∗∗ -0. 112∗ 0. 117∗ 0. 078 0. 182∗∗∗ -0. 122∗ 0. 080 -0. 010

　 　 注:
 

∗表示 p<0. 1,∗∗表示 p<0. 05,∗∗∗表示 p<0. 01;
 

N= 183。

(二)假设检验

根据前述研究设计,在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利用 Hayes 的 PROCESS 进行带有

控制变量的模型估计和假设检验,结果如表 3 和表 4 所示。 该方法允许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没有直

接关系,而是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地影响因变量。 因此,与 Baron 和 Kenny[61] 提出的传统方法

相反,继承人培养方式不必与企业绩效有直接关系,因为中介变量不需要通过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

的显著关系证明[64] 。 事实上,由表 3 和表 4 所展示的结果,In 和 Ex 与 FP 均没有显著的关系,这说

明企业绩效可能并不受继承人培养方式的直接影响,主效应可能因为多种不一致中介效应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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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变得不显著。
表 3　 以 In 为自变量的中介变量模型

变量a 中介变量模型
 

(SR)
ß SE t p

In 0. 093
 

9 0. 054
 

9 1. 711
 

5 0. 089
 

0
F_con -0. 464

 

6 0. 284
 

7 -1. 631
 

7 0. 104
 

7
F_won 0. 346

 

2 0. 207
 

2 1. 670
 

6 0. 096
 

8
F_type 0. 016

 

5 0. 185
 

5 0. 089
 

2 0. 929
 

1
Fo_role 0. 134

 

5 0. 171
 

5 0. 784
 

3 0. 434
 

1
S_pos 0. 140

 

2 0. 149
 

2 0. 939
 

5 0. 348
 

9
S_gen -0. 030

 

8 0. 190
 

2 -0. 162
 

1 0. 871
 

5
S_age 0. 128

 

7 0. 105
 

5 1. 220
 

5 0. 224
 

1
S_degr -0. 059

 

6 0. 147
 

9 -0. 402
 

9 0. 687
 

6
S_maj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atur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4. 428
 

2 0. 998
 

4 4. 435
 

3 0. 000
 

0

变量b 因变量模型
 

(FP)
ß SE t p

SR 1. 030
 

4 0. 109
 

9 9. 371
 

9 0. 000
 

0
In 0. 111

 

8 0. 076
 

3 1. 465
 

9 0. 144
 

7
F_con -0. 824

 

6 0. 395
 

5 -2. 084
 

6 0. 038
 

7
F_won -0. 047

 

2 0. 288
 

0 -0. 163
 

9 0. 870
 

0
F_type -0. 668

 

6 0. 255
 

6 -2. 616
 

2 0. 009
 

8
Fo_role -0. 375

 

2 0. 206
 

1 -1. 269
 

9 0. 206
 

0
S_pos -0. 261

 

8 0. 209
 

5 -1. 084
 

0 0. 280
 

0
S_gen -0. 092

 

4 0. 262
 

0 -0. 352
 

8 0. 724
 

7
S_age -0. 047

 

7 0. 146
 

0 -0. 326
 

7 0. 744
 

3
S_degr -0. 313

 

1 0. 203
 

8 -1. 536
 

1 0. 126
 

5
S_maj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atur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5. 427
 

6 1. 459
 

0 3. 720
 

0 0. 000
 

6

条件间接效应 Bootstrap 结果
M SE LLCI ULCI

0. 096
 

7 0. 060
 

5 0. 004
 

9 0. 205
 

1

　 　 　 　 　 　 注:1. 模型a
 

中
 

R2 = 0. 199
 

3,MSE = 1. 036
 

4, F = 1. 563
 

5,p = 0. 053
 

1;2. 模型b
 

中
 

R2 = 0. 552
 

5,

MSE = 1. 966
 

8,F= 7. 407
 

1,
 

p= 0. 000
 

0。

1. 假设 1:中介变量模型

PROCESS 程序通过几个步骤提供结果。 第一步着重于中介变量继承人受认可度模型(表 3 的

上半部分),第二步则着重检验了因变量企业绩效的模型(表 3 的下半部分)。 结果显示,继承人内

部成长模式和继承人受认可度在 90%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故假设 1 得到了支持。 然而,在表 3
的下半部分,我们注意到继承人内部成长模式与企业绩效的相关性并不显著,说明自变量和因变量

间不存在直接效应。
2. 假设 2 与假设 3: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表 4 中,PROCESS 程序的第一步展示了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的检验结果,对自变量外部

锤炼模式、中介变量继承人受认可度、调节变量导师制,以及它们对中介变量的作用进行了检验。 在表

4 的上半部分,Ex 与 SR 在 99%的显著性水平上负相关,即继承人外部锤炼模式和继承人受认可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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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导师制对外部锤炼模式和继承人

受认可度的调节作用斜率图

显著的负向关系,假设 2 得到支持。 进一步地,Ex 和 Tu 的

交互项与 SR 在 95%的显著性水平上与 SR 正相关,即导师

制的应用使继承人外部锤炼模式对家族企业继承人受认可

度的显著负向关系得到了明显的改变,假设 3 得到支持。
这种调节效应通过斜率分析如图 2 所示,与我们的预测一

致,当不为继承人配备导师时,随着继承人外部锤炼经历的

增加,继承人受认可度将一定程度地降低;当为继承人配备

导师时,继承人外部锤炼经历对继承人受认可度的消极影

响将被大大缓解,并且产生了积极的正面影响。
表 4　 以 Ex 为自变量的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变量模型

变量a 中介变量模型
 

(SR)
ß SE t p

Ex×Tu 0. 246
 

6 0. 104
 

5 2. 360
 

4 0. 019
 

5
Ex -0. 165

 

9 0. 050
 

4 -3. 289
 

2 0. 001
 

2
Tu 0. 110

 

6 0. 162
 

6 0. 680
 

3 0. 497
 

4
F_con -0. 518

 

7 0. 275
 

0 -1. 886
 

4 0. 061
 

1
F_won 0. 191

 

7 0. 204
 

6 0. 946
 

9 0. 350
 

3
F_type 0. 027

 

4 0. 178
 

1 0. 153
 

9 0. 877
 

9
Fo_role 0. 148

 

3 0. 164
 

6 0. 901
 

5 0. 368
 

7
S_pos 0. 168

 

4 0. 143
 

5 1. 173
 

9 0. 242
 

2
S_gen -0. 186

 

2 0. 185
 

0 -1. 006
 

3 0. 315
 

8
S_age 0. 299

 

7 0. 104
 

7 2. 861
 

7 0. 004
 

8
S_degr -0. 094

 

9 0. 144
 

0 -0. 659
 

4 0. 510
 

6
S_maj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atur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4. 568
 

4 0. 965
 

7 4. 730
 

7 0. 000
 

0

变量b 因变量模型
 

(FP)
ß SE t p

SR 1. 041
 

6 0. 113
 

7 9. 157
 

6 0. 000
 

0
Ex -0. 026

 

1 0. 074
 

0 -0. 352
 

1 0. 725
 

3
F_con -0. 790

 

7 0. 399
 

4 -1. 980
 

0 0. 049
 

5
F_won -0. 040

 

7 0. 290
 

4 -0. 140
 

0 0. 888
 

8
F_type -0. 646

 

8 0. 256
 

8 -2. 519
 

2 0. 012
 

8
Fo_role -0. 337

 

4 0. 237
 

3 -1. 422
 

0 0. 157
 

0
S_pos -0. 246

 

2 0. 207
 

7 -1. 185
 

4 0. 237
 

6
S_gen -0. 139

 

7 0. 263
 

3 -0. 530
 

7 0. 596
 

4
S_age 0. 014

 

6 0. 054
 

0 0. 094
 

5 0. 924
 

8
S_degr -0. 322

 

7 0. 205
 

2 -1. 572
 

8 0. 117
 

8
S_maj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Nature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Indus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constant) 5. 537
 

8 1. 467
 

3 3. 774
 

2 0. 000
 

2

条件间接效应 Bootstrap 结果
M SE LLCI ULCI

0. 256
 

9 0. 111
 

8 0. 078
 

2 0. 443
 

8

　 　 　 　 　 注:1. 模型a
 

中
 

R2 = 0. 268
 

8,MSE = 0. 958
 

7,F=
 

2. 110
 

5,p= 0. 002
 

5;2. 模型b
 

中
 

R2 = 0. 546
 

7,

MSE = 1. 992
 

3,F=
 

7. 235
 

5,p= 0. 00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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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假设 4:因变量模型

PROCESS 的第二步着重于因变量模型(即表 3 和表 4 的下半部分),即探究中介变量对因变量

的影响,同时控制自变量和其他控制变量。 表 3 和表 4 分别控制了继承人内部成长模式和外部锤炼

模式两个自变量,继承人受认可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均在 99%的显著性水平上显示正向关系,因而

假设 4 得到支持。
4. 假设 5 和假设 6:条件间接效应模型

PROCESS 的第三步,检验了假设 5 和假设 6 提出的全模型条件间接效应,根据 Preacher 等[57]

的研究,研究人员可以通过自举法生成置信区间来捕捉间接影响的大小。 在表 3 和表 4 的最后两

栏,报告了使用 PROCESS 生成的 5
 

000 个样本对企业绩效条件间接效应在 90%置信区间内的影响。
表 3 显示,在 90%的置信区间内,中介变量继承人受认可度的条件间接效应值在 0. 004

 

9 到 0. 205
 

1
之间,不包含 0。 类似地,在表 4 中,中介变量继承人受认可度的条件间接效应值在 0. 078

 

2 和

0. 443
 

8 之间,也不包含 0。 这两个结果均表明自变量(继承人培养的内部成长模式和外部锤炼模

式)对因变量(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条件间接效应。
针对有调节的中介变量模型,Preacher 等[57]还提出了另一种检测方法,即在调节变量的一定范

围内,探究自变量通过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条件间接效应的影响幅度。 本研究也使用了此方法再

次检验自变量为继承人外部锤炼模式的第一阶段被调节的中介模型,结果如表 5 所示。 这种方法

表明,条件间接效应在未配备导师时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 这说明,导师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继

承人外部锤炼模式对企业绩效的负面影响,当外部锤炼水平提高时,导师制的配合将降低企业绩效

受影响的程度。
表 5　 对调节变量的条件间接效应的自举法检验结果

 

Tu 条件间接效应 SE
90%CI

低 高

-0. 393
 

4 -0. 273
 

9 0. 071
 

1 -0. 387
 

6 -0. 154
 

7

0. 606
 

6 -0. 017
 

0 0. 085
 

8 -0. 148
 

2 0. 135
 

9

　 　 综上,本研究通过上述两种方法,支持了两种继承人培养模式通过继承人受认可度对企业绩效

的条件间接效应的存在,其中继承人的外部锤炼模式与继承人受认可度的关系受导师制调节。

五、结论与讨论

传承一直是家族企业研究领域最重要的研究议题,学者们分别从多个不同视角开展了丰富的

探索。 本文从学习视角出发,立足于研究家族企业继承人培养的两种常见模式,并分别探讨两种模

式对继承人进入企业后企业绩效的影响差异。 本文还发现了继承人培养模式作用于企业绩效的内

在机制,即继承人受认可度的中介效应机制。 基于替代学习对经验学习的补充作用,本文还探讨了

导师制对外部锤炼模式“缺陷”的弥补作用。 利用 2016 年针对浙江省 183 家家族企业的问卷调查

数据,我们对研究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
与现有文献中的理论观点一致,本研究发现内部成长模式对继承人受认可度有显著的正向作

用。 具体而言,继承人通过企业内部成长模式,由经验学习积累了充足的企业经营知识,并有充足

时间发展内部人际网络以得到认同和支持,从知识和人际两方面胜任企业新一代领导者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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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外部锤炼模式同继承人受认可度的关系目前文献中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歧,本研究发现在中国

情境中继承人外部锤炼模式的局限似乎具有被放大的可能性,会对继承人的受认可度产生负面影

响。 这是因为,外部锤炼不仅可能导致继承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学习运营本企业的知识,还可

能会塑造出跟企业内部现行主导逻辑格格不入的认知模型,使继承人在企业中表现“另类”,难以赢

得大家的认可。 不过,外部锤炼模式的上述局限可能会因为导师制的采纳而得到有效的缓解。 研

究结果显示,导师制会显著降低外部锤炼模式对继承人受认可度的负面影响。 由于外部锤炼模式

也有自身的优点,给以外部锤炼为主的家族企业继承人配备导师,可能会让他们兼得内部成长和外

部锤炼两种模式的双重积极效用。 与我们的研究预期一致,继承人受认可度越高,企业传承后的绩

效表现越好,并且继承人受认可度会完全介导继承人培养模式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换言之,不同的

继承人培养模式通过影响继承人的受认可度而间接地影响企业绩效。
本研究有以下贡献。
在理论发展方面的贡献主要有二:其一,首次基于学习理论的视角将两种继承人培养模式和导

师制整合在一个理论框架中加以分析和检验,是对现有略显凌乱的理论观点的一次整合和发展;其
二,首次基于实证方法发现了两种常见继承人培养模式对企业传承绩效影响差异的中间机制,即继

承人受认可度,为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继承人培养模式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
实践贡献方面:根据研究结果,本文建议家族企业继承人的培养应注意企业内部工作经历的积

累,当外部锤炼模式经历较多而内部经历不足时,应配备相应的导师对继承人进行指导和支持。 在

学习过程中,继承人在注意知识获取的基础上,还应重视内部人际关系,尤其是家族关系的维持和

家族和睦氛围的营造。 本研究指出,继承人培养的重要目标是帮助继承人获得组织内部的认可。
研究局限:第一,囿于实践限制,本研究采用横向问卷进行样本收集,可能导致逆向因果关系,

从而产生内生性问题。 然而,继承人培养方式不可能受到传承后评判得出的受认可度和企业绩效

表现的影响。 由于继承人受认可度的测量具体题项要求存在传承发生附近的时间限制,而企业绩

效是传承发生后的长期绩效,二者发生逆向因果情况的可能性也不大。 本文通过严格的逻辑推演

形成理论模型,克服了横向问卷可能带来的问题。 即便如此,为了进行更为深入的调查,建议今后

使用纵向问卷进行探讨。 第二,本研究受访对象均为企业接班人,对于一些没有客观衡量指标的题

项,仅一人的主观评判可能不甚客观严谨,建议今后的相关问卷调查增加受访者种类。
综上,本研究选取了一个适当的模型探究继承人培养方式和传承后企业绩效之间的复杂关系。

具体而言,本研究认为二者关系由继承人受认可度完全中介,并且调节变量导师制缓和了继承人外

部锤炼模式与中介变量的负向关系。 本文为继承人培养模式的研究作出了经验证据检验的贡献,
并为家族企业传承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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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nal
 

experience
 

and
 

external
 

experience
 

are
 

common
 

patterns
 

for
 

family
 

business
 

to
 

train
 

successor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effects
 

of
 

these
 

two
 

different
 

patterns
 

on
 

firm
 

performance
 

after
 

successors
 

have
 

exerte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firm.
 

Based
 

on
 

the
 

learning
 

theory 
 

this
 

paper
 

proposes
 

a
 

partially
 

adjuste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d
 

uses
 

the
 

2016
 

survey
 

data
 

of
 

183
 

family
 

firms
 

in
 

Zhejiang
 

province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hypothesis
 

models.
 

The
 

results
 

of
 

data
 

analysis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the
 

successors
 

training
 

patterns
 

on
 

the
 

succession
 

performance
 

of
 

firms
 

is
 

completely
 

mediated
 

by
 

the
 

successors􀆶
 

recognition 
 

and
 

this
 

is
 

a
 

typical
 

indirect
 

mediating
 

effect.
 

Specifically 
 

the
 

internal
 

experience
 

pattern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the
 

successors􀆶
 

recognition
 

and
 

can
 

promote
 

the
 

firm
 

performance.
 

While
 

the
 

external
 

experience
 

pattern
 

has
 

a
 

negative
 

effect
 

 
 

which
 

will
 

have
 

a
 

negative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However 
 

the
 

tutor
 

can
 

effectively
 

alleviate
 

or
 

even
 

revers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the
 

external
 

experience
 

pattern.
 

This
 

study
 

uses
 

the
 

learning
 

theory
 

for
 

the
 

first
 

time
 

to
 

integrate
 

the
 

research
 

on
 

the
 

succession
 

process
 

and
 

results
 

of
 

family
 

business
 

successors 
 

and
 

finds
 

that
 

the
 

successor 􀆶 s
 

recognition
 

is
 

the
 

intermediate
 

mechanism
 

between
 

the
 

successor
 

training
 

patterns
 

and
 

firm
 

performance 
 

which
 

will
 

help
 

to
 

improve
 

the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of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family
 

business
 

success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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